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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冯小刚的导演创作历程，他的
作品往往聚焦于社会矛盾、现实问题，
不惮于触及社会“敏感地带”，并且不
同于小众的艺术电影，而将其转换为社
会关注的热点题材纳入大众视野，步步
探索不同题材影像叙事创新的可能性。
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声叹息》突破了
婚外恋题材禁区；《天下无贼》突破了
贼不能当角的禁区；《集结号》突破了
战争对人性描写的禁区 ；《一九四二》
突破了对民族历史的解读；《私人订制》
突破了对权力的讽刺。我尽了一个导演
对中国电影的责任，无论创作还是市
场。”（1）
2016 年，他的电影作品《我不是
潘金莲》把镜头对准各级官员和权力运
作的过程，影片上映后评价两极化非常
明显，喜欢的赞它是“年度最佳”“冯
小刚最好的电影”，不喜欢的称这是一
部“槽点”满满的国产片。但是《我不
是潘金莲》在各类影展上却是走得顺风
顺水，提名获奖不断。（2）无论如何，这
部影片以敏感的官场政治题材在全国公
映，以独特的圆形画幅镜头实现了电影
美学创新，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年度话
题电影”，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本文
希望以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为理
论支持，探讨影片如何在圆形画幅使用、
人物形象塑造、主题内涵表达等方面，
通过“陌生化手法”实现对此类题材的
进一步突破。
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理论，
又称为“间离效果”，是叙事体戏剧理
论的重点之一。什么是陌生化？布莱
希特下的定义是：“把一个事件或者一
个人物性格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剥
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理所当然和显
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惊愕和新奇
感。”[1]62 虽然布莱希特建构的是一种戏
剧的美学体系，但是应用在电影中，此
理论依然具有指导性。冯小刚曾在与《环
球银幕》副主编陈世亚交流中透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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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采用偏舞台化的调度，目的是制造一
种和观众之间的间离效果。[2]25《我不
是潘金莲》是现实主义题材，但反映现
实的方式不完全是制造生活幻觉，更多
的艺术表达是依靠陌生化手法实现的。
用陌生化拉开观众和剧情、人物之间的
距离，使得观众产生惊愕和新奇感 ；这
种貌似“不可理解”的东西逐渐累积，
使观众保持自我的情绪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进而思辨生活，直至理解的出现。《我
不是潘金莲》中，“陌生化效果”在银
幕构图、镜头语言、音乐、人物形象与
主题等方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一、银幕构图与镜头语言的“陌生化”
影片《我不是潘金莲》最大的创
新是使用圆形画幅拉开观众和影片的距
离。这种银幕构图形成了比较特殊的美
学风格，主要体现在镜语和调度方面。
在景别的选择上，影片极少使用特写镜
头，多为中景和远景镜头。即便是对话
的场面也几乎不使用正反打，较多通过
固定镜头来展现；按照导演的设计，镜
头缺少反应镜头，也很少用过肩镜头安
排场面。人的眼睛具有探拓空间的天
性，在戏剧舞台上，舞台的纵深一览无
余，因而观众期待横向空间的探拓 ；而
电影的屏幕是横向的、二维的，一般更
强调用纵深来展示空间上的三维以获得
真实。冯小刚有意探索改变这种传统的
表现方式，基本采用偏舞台化的调度方
式。人物在画面中的移动多为水平方向，
从左边入画，从右边出画，强调的是“扁
平感”和封闭空间的舞台感。影片中李
雪莲被派出所捉拿的段落，她在桥上从
左走向右，面包车从左向右开，随后与
之重叠暗示她被公安部门捉住，这一组
蒙太奇不仅表明了场景的变化，也交代
了情节的发展，在处理上类似于话剧舞
台的换场。从光明县到永安市，从永安
市到北京，车辆水平地穿过公路、桥或
者隧道暗示出时空的变换。这样的调度
不像电影，而像话剧。在空间背景的选
择上，影片并不追求制造生活幻觉，江
西婺源县外景的湖光山色就像是剧场里
的舞美背景，带来一种古朴雅致、别具
东方意蕴的审美感受。总的来说，圆形
画幅的扁平化构图在景别和镜语上大胆
革新，将故事写实的质感削弱，使观众
仿佛走进宋代团扇画里的世界，带有寓
言故事的味道。
圆形画幅的使用并非贯穿全片，《我
不是潘金莲》的画幅经历了“圆形—正
方形—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的变化
过程，圆形画幅的使用地点是李雪莲所
在的乡村和县城，正方形画幅的使用地
点是李雪莲上访的北京。从审美观感上
讲，圆形画幅配合江西婺源的天然坠饰
颇有宋代团扇画的风韵；而方形画幅也
更适合北京的“硬桥硬马”。从内涵上讲，
圆形对应着乡土社会的圆融、方形对应
着城市的权力和规则，而无论是圆还是
方都带来一种形式框定的压抑感，不能
出圈的圆，不能出框的方，都是一种“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限定。最后的长
方形画幅跳脱出了方圆的隐喻，对这个
“中国寓言”做了“结案陈词”，用独白
的方式告诉大家虽然往事如烟，但周围
的人甚至李雪莲自己都把上访的事情当
笑话看，更深化了其寓言故事的意味。
可以说，影片正是利用寓言化的故事拉
开与观众的距离，产生一种“假作真时
假亦真”的间离效果，从而超越了以写
实方式表现现实题材的拘束。
影片在题材上富有冲击力，于是
形式上寻求一种间离的缓冲。但现实主
义题材的表现形式是否一定要借助写实
来赢取共鸣才能引人思考？布莱希特不
以为然，他认为 ：“现实主义作家有权
从日常生活的逻辑来看不可思议的艺术
形象和作品情境，重要的只是，现实应
该得到正确的观察和理解。”[3]305 可见，
作品是否能引起观众思辨现实，只要他
的创作符合艺术逻辑，艺术形式就可以
是多种多样的。布莱希特就经常采用寓
言剧的形式，以“间离效果”实现对现
实生活的“陌生化”表现，让人重新思
考看似熟悉的日常生活，从而具有了强
有力的现实批判性。观照《我不是潘金
莲》的圆形画幅选择，便是利用艺术间
离手法弱化故事的现实生活艺术表现的
羁绊，不同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
的乡土色彩，而将这个典型的底层故事
拍出了几分寓言剧的意味。
二、影片音乐与叙事节奏的“陌生化”
《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背景为当
代社会，但是影片的配乐却十分古典。
配乐的乐器使用均为中国古典乐器，配
合着古色古香的乡村风景，仿佛讲述的
是存在于遥远时空的故事，带来一种陌
生化的审美体验。李雪莲伸冤的时候多
为鼓声，李雪莲带王公道“讨公道”行
走在街道上时，响起急促的打击乐，以
鼓声为主，兼以锣声和钹声 ；李雪莲举
着“冤”字在政府大楼前静坐，响起悠
长哀婉的笛子和“击鼓鸣冤”时沉重的
鼓声。李雪莲伸冤受挫的时候，配乐多
为二胡。她第一次打官司失败配乐是凄
厉哀婉的二胡声；被派出所捉拿教育之
后同样是凄厉哀婉的二胡。反映官场酒
局的配乐也是颇具古风：荀正义请老领
导吃饭，喝酒、夹菜、陪笑脸的慢镜头
配合悠扬典雅的琵琶古曲，赋予官场酒
局一种怪异、不寻常的特征。观众首先
是不理解这么俗的场面为何配如此雅的
曲，进而通过思考这种不和谐、不一致，
认识到影片对酒场附庸风雅和虚与委蛇
的讽刺。这种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的强
烈冲突经过音乐的渲染，促使观众跳出
假定情境，意识到现实的荒谬与艺术的
真实，从而加深对影片批判能力的情形
认识。
此外，影片还加入了大量的叙述性
因素——“画外音”，画外音的大量使
用使得电影情节上具有跳跃性，情节之
间严密的因果联系被削弱，从而破坏了
审美幻觉的产生，阻碍了“自然而然”“合
情合理”的心理认同。
《我不是潘金莲》中共出现了 12 段
画外音，贯穿全剧的始终。影片中故事
的时间跨度为十几年，空间跨度涉及李
雪莲所居住的村落、光明县、永安市、
北京市及北京市周边。因此面对如此大
的时空跨度，画外音的引入是对时空变
幻的一个必要解释，也是对人物心理动
机的理性分析。其中第二段、第四段、
第五段、第六段、第九段和第十段是对
李雪莲心境以及她下一步行动心理动机
的理性分析；第三段讲解市长的指示与
派出所行为产生误差的前因后果，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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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坚持主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在她身上有一种朴素的公民意识。但当
观众刚刚投之以同情的时候，她身上很
多狭隘的地方、恶的地方开始展现 ：她
不在意规则和秩序，强词夺理。在被秦
玉河侮辱为“潘金莲”之后出现雇凶杀
人的想法，杀的还不是秦玉河一个人，
而是包括让她“蒙冤”的法院院长、县
长、市长的一长串名单，不惜用“美色”
做交易……李雪莲不管不顾就是要告，
即使告不赢也要让判她输的人受到惩
罚，在维护自身权益和报私仇之间，她
自己也不能完全区分。影片中的牛正隐
喻着“李雪莲”这种极度自我，不知变
通的个性，官员对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对
牛弹琴。李雪莲不是丈夫说的“潘金莲”，
但她也不是自己说的“窦娥”，甚至和“秋
菊”还有很大的分别。可以说，李雪莲
和秋菊分别代表了在法制步步完善过程
中所要面对的两类人群：以李雪莲为代
表的一类人，他们公事私仇不分，将个
人恩怨置于法治制度之上淳朴又偏执，
既善良又可悲；以秋菊为代表的另一类
人，他们公私分明，对事不对人，在法
制框架内一步步摸索维权。影片以李雪
莲维权之举，展现了人与现实社会关系
的复杂性，对于主角李雪莲人物形象的
陌生化将固守简单善恶观的人群凸显出
来，恰恰有利于形成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性认识。
“肯定与批判同时表现在一个人身
上”[3]236 的理念在《我不是潘金莲》中
可谓贯穿始终。影片的宣传海报是李雪
莲拉着一头牛，一群男性官员包围着她，
他们各尽所能地阻止这头牛“犯浑”前
进。不同于以往脸谱化的官员形象塑造，
《我不是潘金莲》对男性官员的群像塑
造既不乏辛辣的嘲讽和批判，也有悲悯
的成分。首先，人物姓名的设计参照人
物身份、背景和个性、行动，就显得特
别意味深长：法院法官“王公道”并不
公道，对于李雪莲案子的审判只重法律
规则不讲事实和人情，有失公道；法院
院长“荀正义”请老领导吃喝求办事，
段讲述李雪莲去北京后无处告状的不痛
快，第八段讲述李雪莲十年来坚持告状
和让各级领导头痛的原因，第十一段讲
李雪莲事件告一段落后永安市的转变，
实际上这四处暗示了时间的流逝，是对
“沧海桑田”时空变幻的合理解释。从
结构上讲，这样的画外音安排是对情节
和人物内心详细客观的分析，使得“杂
枝杂叶”得到了剔除。虽然结构上松散，
但收获的是核心矛盾冲突的紧凑安排，
每一个镜头都能直击人心；同时，画外
音对剧情和人物自觉意志的展开分析节
约了观众思索剧情发展的时间，有利于
其对细节的玩味和主题的自主思索。第
一段和最后一段则完全是跳脱出整个故
事的叙述，开端简述潘金莲故事原形，
引出核心冲突，最后一段像是“结案陈
词”——包含着“所讲仅是一个笑话，
诸位姑且一听”的意味，这样的设计使
得影片与观众之间获得了一种更强的陌
生化效果。
总体而言，这种画外音大量引入电
影而使得影像叙事具有开放性，叙事节
奏不紧不慢张弛有度，将用理性认识、
批判故事的主动权交给观众，鼓励观众
自主意识的干预。
三、人物形象的“陌生化”
人物形象的陌生化是指“通过陌生
化的表演方式所造成的自由，是进行判
断的自由”[3]210，影片以画外音的形式
设置了一个“旁观者”，观众不用“移情”
的把自己带入角色，也不必产生认同感，
因为“肯定与批判同时表现在一个人身
上”[3]236，观众对于影片中的人物往往
会经历一个“不理解”—“自我思索”—
“理解”的过程，但不会达到认同的程度，
这种克制保持距离的手段，给予观众一
种采取批判态度的自由。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与《秋
菊打官司》中的秋菊颇有几分相似，但
是却远没有秋菊励志和惹人同情。在一
定程度上来讲，与秋菊的正面形象相比，
李雪莲根本不是正义女神，更像是一个
不讲道理的“刁民”。影片开头处，李
雪莲受了“假离婚”变成“真离婚”的
委屈之后，坚决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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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当回事，最后告到中央的一次经历，
而只用几句画外音就一笔带过十年间李
雪莲的上访，影片后半部分用 80 分钟
详细展现了各层领导为了保住官位而对
李雪莲事件做出的反应和努力。由此可
见，影片真正的核心点并不在于李雪莲
告状，而是通过李雪莲牵扯出官场上各
级官员的群像。通过对比李雪莲和官员
的思维逻辑，完成对最本真意义上的中
国写实和想象。
李雪莲想和秦玉河再要一个孩子，
但又怕违反计划生育国策受到处罚，于
是想出了个“假离婚”的计策。却不料
秦玉河把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并且又
和别人结了婚。“离婚证不假”但是“离
婚是假的”构成了一个永恒的矛盾。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李雪莲坚持的是传统
乡土中国的生存逻辑。她觉得公道自在
人心，所以当秦玉河背信弃义却骗过别
人的时候，她坚持告到法院让“恶人有
恶报”。她和牛对话、和菩萨对话，在
她心里万物有灵，体现了她朴素的生存
信念。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
中写到的那样 ：“从基层上看上去，中
国社会是乡土性的。”[4]1 乡土中国是熟
人社会，“乡土社会强调信用但不是对
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
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4]7。这是
李雪莲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但是却遭遇
着被制度程序格式化的危险。站在李雪
莲对立面的不是形形色色的官员，而是
另一套现代社会的生活逻辑，以严格繁
密的刚性制度为基础的现代法理社会。
正如圆形画幅和方形画幅的隐喻，乡土
社会和法理社会各有一套规则和视角，
这其中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是影片所隐喻
的深层次内涵。
此外，对官场生态的展现和揭露是
影片的另一大主题。中国电影对于现代
社会官场经常是避而不谈的，一是不好
谈，二是不敢谈。而冯小刚却能用荒诞
的喜剧涉及到对社会体制和权力运作生
态的展现，大家认为神圣的东西、严肃
的东西在影片中都被一定程度地解构和
颠覆。“喜剧，总而言之滑稽讽刺的表
现方式是将表现对象陌生化。”[3]147 影
片中道貌岸然的官员常常做出出乎意料
对李雪莲的上诉，推脱敷衍、不闻不问，
难言正义；光明县县长“史惟闵”面对
李雪莲的拦车伸冤使出一招“金蝉脱
壳”，枉称“为民”；永安市市长“蔡沪浜”
为维护“精神文明城市称号”将静坐的
李雪莲送进派出所，也非真正的“护邦”。
由此产生了和人物真实情况不符的陌生
化效果，这种讽刺性的名称加深了观众
的自主反思，形成了更强的批判效果。
影片把官场的生态放置在一个集中
的事件和狭小的空间中来展现，他们身
上的“政治状况和政治任务从他们所僭
越的貌似可怕的地位，移到另一个背景
中，从而显得渺小而且不再那么可怕，
甚至让人鄙视”[3]147。十年后，光明县
新县长“郑众”在他熟悉的工作领域游
刃有余，对李雪莲事件也是侃侃而谈，
而真到了李雪莲面前却束手无策，被李
雪莲耍得团团转，一点也不“郑重”，
在市长面前只能唯唯诺诺，在属下面前
气急败坏；而光明市新市长“马文彬”
在县乡领导人开会“指点江山，激昂文
字”，在李雪莲问题上也发表了理论联
系实际的真知灼见，但是到了实际操作
的过程中却处处碰壁，往日颇有肚量和
涵养的马文彬，也只能气急败坏地使用
“万无一失”的残酷手段。这群官场上
颇有见识的人到了李雪莲事件上，却变
得愚蠢可悲。唯一一个从李雪莲角度思
考问题的“聪明人”是法院庭长“贾聪
明”，他利用赵大头为李雪莲设计了一
个吊诡的“美人计”，但却因小失大造
成计谋的败露，落得个自作聪明的可怜
下场。从一个狭小的“李雪莲”事件切
入浩大的官场生态，官员们“程式化”
的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便不再自然而
然，而是变得触目惊心，这样的陌生化
手法间接地表达出作者的立场，启发观
众进行更为自主的批判。
四、主题表达的“陌生化”
影片的名字叫《我不是潘金莲》，
但“潘金莲”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主
题并不是体现李雪莲女性意识和公民意
识的觉醒，“潘金莲”的出现实质上是
对真实主题内涵的间离。影片用 56 分
钟展示了李雪莲十年前上诉不被各级领
作者简介：霍旭，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
文系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生。
注释：
(1) 引自冯小刚新浪微博 2013 年 12 月 29 日
07:35。
(2)《我不是潘金莲》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获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是年度唯一获奖华
语片；获得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
片——金贝壳奖，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奖；
冯小刚也凭借此片获得 2016 年金马奖最佳导
演奖和 2017 年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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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讲出出乎意料的话，言行和举止
前后不一致，由此产生一系列滑稽的喜
剧效果。而观众是需要通过理解来欣赏
影片的政治幽默感的，在开怀大笑前，
一定要看穿对话的内涵和前后不一致的
矛盾，才能理解影片传达的弦外之音。
这样的荒诞幽默促使观众形成对固有形
象的陌生化，也触发认识到现实发展的
多种可能性。
结 语
黑格尔说过：“众所周知的东西，正
因为它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根本不被人
们所认识。”[4]74 陌生化是审美主体重新
思考的起点。影片一方面将现实题材做
寓言化的艺术处理，使得观众产生陌生
化的观影体验用寓言化的故事拉开与观
众的距离，产生一种陌生化，这样的陌
生感引发观众对现实的思辨；另一方面
又利用这种“假作真时假亦真”的风格
实现对现实的批判虽然这种荒诞式喜剧，
在影片主旨挖掘方面还有一定局限性，
但总的来说，冯小刚“中国社会和中国
官场的寓言”具有启发思考现实世界的
价值，他的创作经验对于中国电影如何
突破题材禁区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